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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近年來，台灣社會屢屢發生重大的暴力刑事案件。以近期女童割喉
案為例，受害者家屬的傷痛、加害者家人的歉疚以至於隨之興起的
廢死與反廢死的爭論，皆使這個社會陷入精力與情緒上的消耗。然
而，真正的問題，即「暴力行為從何而來？為何發生？」，卻鮮少
在這一系列的討論中被認真對待。過去研究顯示，暴力行為的起因
根植於青少年階段。因此，探討青少年暴力行為的起因甚是關鍵。
雖然，過去已有許多社會學與犯罪學的學者針對這個議題進行探究
，然而，這些研究大多太過著重單一理論的檢驗或納入多個理論概
念卻缺乏整合性的理論思維。這個研究以行動理論的架構重新詮釋
犯罪學與偏差社會學新近的整合理論：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以此
一理論的核心概念：結構化的暴力知能結構（structured violent
knowledge structure）來探討青少年暴力行為形成的機制。在未來
的三年中，這個研究預計蒐集約1,300位青少年及其友伴的資料，用
以針對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進行跨文化的實證檢證。此外，有鑑於
該理論在友伴影響力的論述不足以描繪台灣獨特的班級制度，這個
研究也提出新增的理論觀點，並蒐集多時間點青少年友誼網絡的資
料，用以檢證所提出的理論架構。最後，從行動理論的架構出發
，將行動者的能動性與其所處社會脈絡納入理論的思考中，並輔以
社會網絡分析的概念，這個研究所得的結果將有助於本土偏差與犯
罪學整合性理論的建構。

中文關鍵詞： 行動理論、個人能動性、社會基模、暴力知能結構、友誼網絡

英 文 摘 要 ： As a response to recent violent crimes in Taiwan, whether
Taiwan should abandon capital sentence has been a hot
topic. Although reform of penal system and human right
movement are pressing matters, this line of discussion
should go beyond the Versus and investigate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Where the violent acts come from and why the
violent acts occur? Pas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etiology
of violent behavior roots during adolescence; therefore,
investigating the causes of adolescent violent behavior is
critical. Although past sociological and criminological
studies have provided empirical evidence regarding the
causes of violent behaviors for adolescents in Taiwan, they
have only focused on sing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r
incorporated multiple theoretical concepts without a
cohesive conceptualization. The proposed grant will re-
interpret the newly developed criminological theory: Social
schema theory of crime from an action theory framework. The
researcher will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and causes of
adolescent violent behavior with structured violent
knowledge structure, a key concept in the social schema
theory of crime. In the proposed 3-year grant, 1,300
adolescents and their best friends will be interviewed and
empirical data will be obtained. The data will be used to
conduct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the proposed
theoretical models. Furthermore, to address the importance



of classroom setting in Taiwanese youths’ lives, the
research also proposes new supplement to the social schema
theory of crime. With the collection of multiple waves of
friendship network data, the research will examine the
empirical status of the proposed theoretical model. Lastly,
from the framework of action theory, the research
incorporates agency, social contexts, and concepts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e result will improve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rime and
deviance in Taiwan.

英文關鍵詞： Action theory, human agency, social schema, violent
knowledge structure, friendship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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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年來，台灣社會屢屢發生重大的暴力刑事案件。以近期女童割喉案為

例，受害者家屬的傷痛、加害者家人的歉疚以至於隨之興起的廢死與反廢死的

爭論，皆使這個社會陷入精力與情緒上的消耗。然而，真正的問題，即「暴力

行為從何而來？為何發生？」，卻鮮少在這一系列的討論中被認真對待。過去研

究顯示，暴力行為的起因根植於青少年階段。因此，探討青少年暴力行為的起

因甚是關鍵。雖然，過去已有許多社會學與犯罪學的學者針對這個議題進行探

究，然而，這些研究大多太過著重單一理論的檢驗或納入多個理論概念卻缺乏

整合性的理論思維。這個研究以行動理論的架構重新詮釋犯罪學與偏差社會學

新近的整合理論：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以此一理論的核心概念：結構化的暴

力知能結構（structured violent knowledge structure）來探討青少年暴力行為形成

的機制。在過去兩年中，本研究蒐集約 1,000 位青少年及其友伴的三波的資

料，用以檢證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跨文化效度。此外，有鑑於該理論在友伴影

響力的論述不足以描繪台灣獨特的班級制度，這個研究也提出新增的理論觀

點，並蒐集多時間點青少年友誼網絡的資料，用以檢證所提出的理論架構。最

後，從行動理論的架構出發，將行動者的能動性與其所處社會脈絡納入理論的

思考中，並輔以社會網絡分析的概念，這個研究所得的結果將有助於本土偏差

與犯罪學整合性理論的建構。 
 

偏差社會學與犯罪學長久以來試圖從不同的理論觀點來解釋暴力行為或犯

罪行為的成因。從淵遠長久的社會控制理論（Hirschi 1969）與社會學習論

（Matsueda 1988；Akers & Jennings 2015）對於個人所處社會結構與社會情境的

重視、重視情境脈絡與機會的日常活動理論（Cohen & Felson 1979），到鉅觀與

微觀的緊張理論（Messner and Rosenfeld 2012；Agnew 2005）以及自我控制論

（Gottfredson & Hirsch 1990）對於個體特質（trait）差異的重視，學者們不約而

同的聚焦於兩個社會學理論的核心：結構與個人。結構觀的理論著重環境的影

響力，個人受其社會脈絡的影響，亦或如社會學習理論所論述，透過學習的機

制「變壞」，亦或如社會控制理論所述，逃脫社會的常規而進入犯罪行為，又或

如日常活動理論認為情境的機會的因素讓個人容易進入犯罪的場域並從事犯罪

行為。相對的，持個人觀或微觀的理論著重個人特質在犯罪行為生成的作用

力。個人在特質上的差別，如自我控制、動機以至於「犯罪性（criminality）」，
皆構成解釋個人犯罪行為的可能因素。此外，微觀的理論更著重這些個人的特

質在不同的情境（situation）下是否會有不同的犯罪行為的展現。自 2000 年以

後，犯罪學的主要理論皆朝著調和這兩個核心並發展出整合理論（integrated 
theory）來努力。特別是，相較於單一理論的單一模型全適用（one-model-fits-
all）的想法，支持整合理論的學者認為犯罪行為這個複雜的現象並非單一理論

可以完全解釋的。 
 
近五年來，Simons 與 Burt 兩位學者試圖從社會學習理論的傳統出發，結合

發展心理學與認知心理學的社會訊息理論（social information theory；Baldwin 



1992），發展出一套足以解釋結構與個人因素如何影響個人偏差、暴力或犯罪行

為的理論框架：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social schema theory of crime；Simons & 
Burt 2011, Simons et al. 2014）。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強調個人所處的劣勢環境將

人「推入」暴力行為的發展路徑。其中運作的機制有從社會學習理論而來的、

有從緊張理論而來的、有的則是從社會控制理論而來的。總之，這些理論機制

的運作下使得劣勢環境涵養了個人會以暴力的、衝動的以及有仇必報的待人接

物準則，也就是傾向犯罪的社會基模。當個人以此社會基模行事時，就容易產

生暴力行為。此外，結合日常活動理論中對於犯罪機會的重視，犯罪的社會基

模理論，進一步預測個人的犯罪社會基模會主動的選擇從事高犯罪風險社會活

動以及進入高風險的社會活動場域（risk activities and social space）（Simons et 
al. 2014），因而增加其涉入犯罪的可能性。 

 
這個研究計畫預計用三年的時間驗證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這個整合性的理

論框架對於台灣暴力相關行為的解釋能力。有鑑於文獻中，偏差或犯罪行為的

生成以青少年階段為大宗，因此，這個研究將以青少年為研究的對象。過去台

灣有關青少年偏差或犯罪行為的研究中，以社會控制理論的論述為最大宗（近

期如張楓明 2006；譚子文與張楓明 2013；譚子文、董旭英與張博文 2015）。
此外，亦有學者以社會學習理論（陳毓文 1999）以及一般緊張理論（董旭英 
2003；譚子文與張楓明 2013）來討論各種因素對於偏差或犯罪行為的影響。晚

近，台灣學者開始重視日常活動理論的經驗檢證（張淑貞與李素馨 2008）。這

些研究各自從結構觀或個人觀的角度研究台灣青少年的犯罪與偏差行為，這對

研究台灣青少年暴力行為的解釋有著重要的貢獻。然而，令人好奇的是：如果

將這些理論觀點統合起來，並從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的框架出發，是否我們更

能夠貼近青少年暴力行為的成因？此為這個研究的第一個提問。 
 
此外，承接這樣的理論探究，當代社會學理論特別著重個人與結構之間的

連結。個人能動性（agency）的概念在不同的理論脈絡中皆被賦予連結結構與

個人行為之間的關係（Sewell 1992；Emirbayer & Mische 1998）。有趣的是，這

樣的理論觀點鮮少在偏差社會學與犯罪學的理論當中被討論到。在前述眾多犯

罪學理論不乏強調社會結構對於個人特質的影響。例如，一般緊張理論論述個

人所處結構所提供的壓力源（stressor）對於個人負面情緒的提升，進而影響個

人採取犯罪手段應付情緒的可能性（Agnew 2006）。社會學習理論則認為個人

周遭的友伴偏差程度會影響其偏差意圖以及偏差行為的發生，而社會控制理論

更是論及個人所處的社會脈絡對其犯罪行為的控制。這些理論皆已揭示個人犯

罪行為受所處社會結構的影響。相對的，一般犯罪理論強調個人特質對於犯罪

行為的影響（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修正後的一般犯罪理論則強調自我

控制在情境中的理性計算（Hirshi 2004）、Collins（2008）與 Katz（1988）將動

機與情緒納入暴力與犯罪行為的解釋中，而日常活動理論（Cohens & Felson 
1979）則是注重動機、情境與受害者三者對犯罪行為的貢獻。這些的理論派別

不約而同看見個人因素（包括動機、自我控制或情緒）在解釋青少年暴力行為

所扮演的角色。若將犯罪行為當成社會行動（social action），那麼一個整合型的

犯罪與偏差社會學的理論應該回答下列的問題：結構如何影響青少年的暴力行

為？其機制為何？個人能動性又扮演何種角色？如何概念化個人的能動性，用

以連結個人所處的結構以及個人的暴力行動之間的關連，將本研究計畫第二個



提問。 
 
其次，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的形成奠基於描繪美國非裔男性日常生活所經

歷的情況。其理論的原型在於描繪青少年至成年初期的非裔美國人在都市中的

生活情況。幫派、毒品以及暴力橫生的社區之中，非裔青年如何因著環境以及

家庭的劣勢，進而學習街上生存之道（street code；Anderson 1999），亦即犯罪

的知能。而如同前述，這樣的知能讓非裔青年傾向於涉入犯罪與暴力的活動當

中。這樣的理論原型被 Simons 與 Burt 兩位學者移用並加入認知心理學與社會

學的元素發展成整合性的理論，用來解釋居住於美國南方郊區的非裔青年的犯

罪與偏差行為的生成，因此，證明這樣的理論觀點可同時適用於都市與鄉間的

脈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整合型的理論尚未被證明適用於非裔美國人

以外族群、美國以外的地域以及文化。本研究的第三個提問即為：犯罪的社會

基模理論是否能夠適用於解釋台灣青少年的暴力行為？這個研究的成果將提供

這個新近犯罪與偏差社會學理論一個跨文化的外部效度檢驗。 
 
雖然，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是從社會學習理論的根源來發展其整合理論的

框架，在其理論架構中卻鮮少針對友伴的影響，這個社會學習理論最重要的理

論因素，進行有系統的探討。青少年的犯罪或暴力行為並非憑空而來的，其行

為鑲嵌在多種的社會脈絡下，其中，友伴關係在過往的文獻中最常被提及，也

被認為是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Jaccard, Blanton, & Dodge 2005；Kreager, 
Rulison, & Moody 2011；李文傑 2012）。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在最初的理論建

構中，將友伴當作是個人所處的環境與其理論核心—犯罪知能之間的中介變項

（Simons & Burt 2011）。此理論認為友伴對於青少年犯罪行為而言是一種脈絡

的影響，亦即，青少年所結交的朋友中越暴力或越有高比例的犯罪行為，則青

少年越容易發展出傾向犯罪的知能與傾向，進而產生暴力行為。然而，在之後

的理論發展中，友伴這個重要的因素卻被捨棄在檢證的模型之外（Simons et al. 
2014）。以友伴重要性，實在需要將之重新納入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如何將友

伴的影響力納入這一個整合性的犯罪學理論，這將構成本研究計畫的第四個提

問。本研究將引入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的觀點來重新概念化

友伴在該理論的位置，使其理論能夠更貼近社會學習理論的傳統。 
 

最後，Simons 與 Burt 兩位學者將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定位為生命歷程的社會學

習理論（life-course social learning theory；Simons et al. 2014），闡述個人從青少

年早期至成人初期偏差行為以至犯罪行為的發展歷程。從早期個人所處的環境

出發，探討犯罪知能在青少年時期的形成機制。當時發展程進入青少年後期以

及成年初期時，該理論預測犯罪知能發揮其能動性的特性而能主動的「選擇」

場域以及活動，讓個人更容易涉入犯罪的路徑。這是生命歷程的劣勢累積原則

（disadvantage cumulative principle）的展現。要檢證這樣歷程，則需要取得橫

跨青少年至成年初期的長期追蹤資料。因此，這個研究將以固定樣本追蹤的設

計，持續追蹤一群青少年至他們成年初期。透過，橫跨成長時期個人資料的累

積以及友伴網絡的變動情況，這個研究將可以完整的檢證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

以及補充其在友伴影響上的遺缺。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具有三個研究目的。首先，透過本土長期資料的蒐集，對犯罪的

社會基模理論進行跨文化的實證檢證。這個目的除了讓台灣偏差社會學與犯罪

學的研究能夠與美國本土理論進行相互的驗證與交流外，也可以增進台灣本土

偏差社會學與犯罪學在理論解釋上的豐富性。此外，本研究也將從結構與個人

連結的角度重新詮釋該理論，這符合當代社會理論試圖解決結構與行動之間連

結的趨勢，期望為本土偏差社會學與犯罪學增添一個新的理論取向。在本研究

報告中，將初步的探討該理論核心概念在台灣青少年樣本的測量與對偏差行為

的預測效力。 
 
其次，本研究報告將針對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其他的理論預測進行經驗

的探討。特別是，在結合犯罪學中的日常活動理論後，該理論預測個人的社會

基模對於個人日常活動場域的選擇產生影響。這種選擇性的假設更需要運用長

期資料的方式進行經驗的檢證。本報告將運用本研究的三波資料檢證該理論的

說法是否符合台灣青少年的現狀。 
 
最後，這個研究的進行也將補充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在友伴影響相關論

述的不足。如同前述，本研究依據友誼網絡的相關研究與論述，對該理論進行

理論上的補充。此外，透過蒐集多時間點的友誼網絡資料，研究者將針對所提

出的新增論述進行實證上的檢驗。由於，在青少年階段以固定班級進行教學以

及度過學生生活的情況為東亞國家的特殊性因素，本研究依據友誼網絡理論所

提出的新增論述正可以作為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在其發展後續理論的跨文化論

述的依據。 
 
三、研究方法總論 

 
（一）樣本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母體為台灣的青少年，本研究特別選擇目前在校的國中生與高中

生作為抽樣的對象，這是因為過往的研究發現：國高中階段是青少年一般偏差

行為盛行率最高的階段。抽樣方式將台灣區分為北中南東四個區域，以分層叢

集抽樣的方式在各區域抽取樣本國高中，然後，再從抽中的學校中隨機選取一

至二個班級進行調查，當班級被抽中時，班上所有的學生皆納入研究樣本中。

本研究第一波蒐集之總樣本數為 1,627 名學生，國中生為 764 名、高中生為 863
名；男性為 846 名、女性為 781 名；北部 776 名、中部 484 名、南部 215 名、

東部 152 名。 
 

共同主持人吳齊殷研究員進行「落霞與孤鶩、秋水共長天：青少年友敵

關係同質性的考察與檢驗」研究計畫（後簡稱落霞計畫）。該計畫於 2014 年 8 
月開始進行為期三年調查，調查對象為 2014 年 8 月入學之國中、高中與大學

一年級的學生，預計在 2016 年 8 月進行最後一年的調查。本研究計畫將加入

該研究最後一年的調查，並針對國中與高中的樣本進行調查，由於先前樣本流

失嚴重，在本計畫開始後，研究者增加新學校樣本以填補缺失的樣本數量。更

由於本研究經費不足的緣故，不再追蹤東部地區的樣本，詳細的調查時程與樣

本數如表 3.1 與 3.2 所示。 
 
 



表 3.1 調查時程表 
 2015 2016 2017 2018 

國中樣本(為新增樣本) 國一 國二(國二上) 國三(國二下) (國三下) 

高中樣本(為新增樣本) 高一 高二(高二上) 高三(高二下) (高三下) 

落霞計畫 Wave 1 
Wave 2 & 

Wave 3 
Wave 4 

Wave 5 

本計畫  Wave 1 Wave 2 Wave 3 

 
表 3.2 本計畫樣本數對照表(以本計畫波數為主) 
 Wave 1 Wave 2 Wave 3 

男 女 男 女 男 女 

國中樣本數 384 462 377 350 260 248 

高中樣本數 462 401 365 296 305 160 

合計 846 781 742 646 565 408 

加總 1627 1388 973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研究者參考國外研究、社會基模理論原始測

量與過往台灣相關研究的測量編撰問卷。國外測量的部分，在取得原始測量開

發者的同意後，進行題目的翻譯與再翻譯（back translation）。研究者依據再翻

譯的結果，對題目進行修改。最後，研究團隊將所有的測量編撰成問卷，並選

擇國中與高中生各一班進行預試。在預試結束後，研究者亦召集部分受試者進

行知能訪問，確定題目的問法與當代台灣青少年的日常生活相符。研究者依據

預試與知能訪問的結果，再次修改問卷並定稿。研究團隊委外建立了網路問卷

系統，將完整的問卷數位化，以利受訪者線上填寫。 
 

（三）施測程序 
本研究接續「落霞計畫」最後一年的調查時程。遵循該計畫的施測程

序，在每學期初與樣本學校聯絡並安排施測的時間。研究團隊在約定的時間進

入學校，並進行施測。研究團隊會特別請學校安排學生在電腦教室進行施測。

但，亦有部分學校由於設備或時程無法配合，研究團隊當場以紙本問卷施測的

方式進行。 
 

（四）變項測量 
依據本研究報告的三個研究目的，在此呈現主要的研究變項。 

 
偏差行為 此題組由 17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為「在過去 6 個月內，你做過

下列事情幾次？……」，該行為有考試作弊、竊盜、暴力行為等偏差行為，加總

後建立指標分數。 
 



視暴力為合法手段(legitimacy of violence use) 此題組由 14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

方式為「請問您是否同意下面幾個敘述?……」，敘述分別為有時你必須用武力

或暴力來維護自己的權利、有時你必須威脅他人好讓他們公平地對待你等，選

項分數 1 至 4 為非常不同意至非常同意。 
 
對他人敵意態度(hostile view of relationship) 此題組由 12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

式為「在過去 6 個月中，當你外出時，你多常遇到以下情況？……」，敘述分別

為你覺得其他人會佔你的便宜、你覺得其他人需要被教訓等，選項分數 1 至 5
為從未到總是發生。 
 
低自我控制(self-control) 此題組由 16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為「這裡有些可

以測量自己的問題，請告訴我下列敘述符不符合你個人的情況？……」，敘述分

別為你會去做大部分的人覺得危險的事情，例如：飆車、你喜歡冒險等，選項

分數 1 至 3 為完全不符合至非常符合。 
 
對社會常規的漠視 此題組由 9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為「你認為以下行為在

你這個年齡，錯誤程度為何？……」，敘述分別為意圖把人打傷、偷竊一些價值

不高的物品、使用非法藥物等，選項分數 1 至 4 為沒有錯誤至非常不對。 
 
生活型態(life style) 此題組由 7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為「在過去 6 個月

中，在夜晚期間，你多常從事以下活動？……」，從事活動分別為去酒吧狂歡、

去撞球間、去聲色場所等，選項分數 1 至 5 為從來沒有到每周數次。 
 
所處環境的他人視暴力為合法手段之程度 此題組由 6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

為「針對你從事大部分活動地方（例如學校、住家附近）的人，你認為那些人

對以下敘述同意程度為何？……」，敘述分別為有時候必須用一些肢體暴力來捍

衛個人的權利、有時候必須威脅他人用以取得他人公平的對待等，選項分數 1
至 4 為非常不同意至非常同意。 
 
鄰里關係 此題組由 6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為「請問你自己和鄰居間來往的

情形大概是什麼樣？……」，來往情形分別為互相打招呼、閒話家常、談家裡的

事情等，選項分數 1 至 5 為從不到總是。第二波本題組題目組成與第一波與第

三波有差異，故並未將第二波加入分析。 
 
居住社區失序程度 此題組由 3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為「請問您同意下列對

於你住家附近的描述嗎？……」，敘述分別為街道上常有空的瓶子、碎玻璃或垃

圾、建築物的外牆有塗鴉、有廢棄沒有人住的空屋或店面，選項分數 1 至 3 為

很嚴重到不嚴重。 
 
居住社區安全度 問題為「請問您同意下列對於你住家附近的描述嗎？4. 整體

來看，住家附近安全程度如何？」，選項分數 1 至 4 為很安全至很不安全。 
 
目睹偏差經驗 此題組由 7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為「在過去六個月中，你是

否曾在學校或生活周遭看到下列事情發生：……」，敘述分別為言語恐嚇、武力

威脅、破壞公物等，選項分數 1 至 4 為從來沒有至幾乎每天。 



 
家庭衝突 此題組由 9 題問題所構成，選項分數 1 至 4 為非常符合至非常不符

合，問受訪者對以下敘述的符合程度：家人彼此間的關係比外人的關係來得密

切、家人彼此間覺得很親近、作決定時家人會彼此商量等，計分方式為越高分

家庭衝突程度越高。 
 
四、研究發現 
 

本研究報告將集中討論三個互相關連的主題以回應三個研究目的。在第

一個主題中，將呈現犯罪的知能結構核心概念—知能結構在三波的資料中的測

量情況，並進而討論其預測青少年偏差行為的效力。第二個主題聚焦於影響青

少年偏差行為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場域。從犯罪學的日常活動理論出發，本研

究報告將探討青少年活動場域的特質如何與其知能結構互動，進而增加其涉入

暴力行為的機會。最後一個主題則探討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較為忽略的一個重

要的變項—友伴的影響力。透過友伴網絡資料的蒐集，本研究報告將初步的呈

現友伴的特質如何影響個人的暴力行為。 
 
1. 描述性統計 
     

表 4.1 為本研究主要變項跨波的描述統計，表 4.2 與表 4.3。從個人知能

結構與各項指標的相關係數表看出，對他人敵意態度與自我控制兩項基模與偏

差行為、被害經驗及家庭衝突間皆有顯著相關，代表個人越有高敵意態度、低

自我控制會有越多的偏差行為、被害經驗與高的家庭衝突，而對社會規範的漠

視則未明顯與其他變項有顯著相關。 
 

個人生活模式、所處環境的他人視暴力為合法手段之程度與偏差行為相

關係數上看出，生活模式越涉足風險場所者有越高的偏差行為；所處環境的他

人視暴力為合法手段之程度越高亦會影響個人有越多的偏差行為。 
 
  



表 4.1 各波指標分數描述性統計值 

 W1 平均數 W1 標準差 W2 平均數 W2 標準差 W3 平均數 W3 標準差

偏差行為 2.05 7.97 1.66 6.44 3.22 15.32 

被害經驗 10.75 3.18 10.53 1.90 10.48 1.32 

生活模式 7.38 1.32 7.36 1.35 7.39 1.63 

鄰里關係 16.66 6.34 - - 15.93 6.15 

居住社區失序程度 3.79 1.51 3.79 1.57 3.51 1.19 

居住社區安全度 1.72 .58 1.77 .56 1.73 .62 

目睹偏差經驗 8.24 2.89 8.22 2.56 8.54 2.60 

家庭衝突 15.24 5.90 15.28 5.75 16.27 6.15 

視暴力為合法手段 25.24 8.97 25.99 9.46 27 9.07 

對他人敵意態度 20.95 8.13 24.87 8.58 24.39 8.20 

自我控制 25.34 3.79 25.53 3.79 25.60 3.81 

對社會規範的漠視 31.96 8.32 32.48 7.28 32.94 5.95 

所處環境的他人視暴

力為合法手段之程度 
11.27 4.27 11.52 4.41 11.79 4.17 

W1：N=1627、W2：N=1388、W3：N=973 
 



表 4.2 個人知能結構與其他變項相關係數表 

 
偏差

W1 
偏差

W2 
偏差

W3 
被害

W1 
被害

W2 
被害

W3 
目睹偏差

W1 
目睹偏差

W2 
目睹偏差

W3 
家庭衝突

W1 
家庭衝突

W2 
家庭衝突

W3 

對他人敵意態度

Wave1 
.16** .07** .09** .12** .15** .19** .23** .25** .25** .25** .24** .18** 

對他人敵意態度

Wave2 
.10* .21** .09** .10** .21** .24** .20** .29** .29** .19** .25** .24** 

對他人敵意態度

Wave3 
.08* .12** .08* .10** .20** .29** .20** .26** .38** .23** .29** .28** 

自我控制 Wave1 .22** .14** .10** .08** .13** .14** .13** .18** .17** .21** .24** .21** 
自我控制 Wave2 .12** .14** .10** .02 .17** .15** .07* .19** .17** .22** .27** .18** 
自我控制 Wave3 .12** .14** .12** .04 .14** .16** .08* .13** .17** .22** .28** .26** 
對社會規範的漠視

Wave1 
-.50 -.07* .00 -.01 -.02 -.02 .00 -.05 -.03 -.01 -.01 -.02 

對社會規範的漠視

Wave2 
-.04 -.07* -.08* -.05 -.09** -.07 -.06* -.03 -.07* -.03 -.01 -.13** 

對社會規範的漠視

Wave3 
-.12** -.07* -.01 -.03 -.04 -.07* -.07* -.04 -.04 -.11** -.08* -.07* 

*p<.05 **p<.01 
  



表 4.3 個人所處環境與偏差行為相關係數表 
 1 2 3 4 5 6 7 8 9 

1.生活模式 Wave1 - .39** .39** .11** .09** .07* .20** .04 .12** 
2.生活模式 Wave2  - .49** .10** .14** .15** .14** .08* .15** 
3.生活模式 Wave3   - .09** .11** .13** .06 .07* .23** 

4.所處環境的他人視暴力

為合法手段之程度 Wave1 
   - .44 .43** .13** .06* .06 

5.所處環境的他人視暴力

為合法手段之程度 Wave2 
    - .49** .08** .15** .10** 

6.所處環境的他人視暴力

為合法手段之程度 Wave3 
     - .06 .10** .15** 

7.偏差行為 Wave1       - .25** .10** 
8.偏差行為 Wave2        - .12** 
9.偏差行為 Wave3         - 

*p<.05 **p<.01 



2. 研究目的一：犯罪知能結構的變與不變 
 

雖然 Simons 與 Burt 兩位學者詳盡地闡述了知能結構在 SST 中所扮演的重

要，在他們前後期的作品中對於知能結構的設定卻有些許的不一致。在 2011 年

的文章（Simons and Burt 2011）中，他們借用了 Hirschi 的自我控制理論與

Bourdieu 的慣習（habitus）的概念，來說明知能結構所扮演的位置。而這兩個

概念都隱含著一種特質說的論點，即知能結構具有一種習慣性的行為反應、一

種穩固的特質持續地影響著犯罪行為。此外，在同篇文章，他們也強調不同人

之間知能結構的異質性，即不同的人具有程度高低的知能結構。這樣的論述則

隱含著群體異質性（population heterogeneity）的論述。群體異質性（Nagin & 
Paternoster 2000）即是一種特質說的論述，強調某種特質的分佈決定了犯罪行

為的分佈。因此，從這個角度來看，知能結構在 SST 所扮演的角色頗符合特質

說的論述。 
 
兩位學者在 2014 年（Simons and Burt 2014）進一步的闡述了 SST 的理論。

在該篇文章中，兩位學者強調 SST 為生命歷程觀點下的社會學習理論。從生命

歷程的觀點出發，知能結構在概念上同時具有自我累積、選擇性的性質以及可

受個人所處狀態與脈絡影響（malleable）的性質。Burt（2017）進一步的闡釋

自我累積與選擇性的過程。她引用人格心理學有關人格特質的連續性研究，來

論述知能結構的連續性過程。Caspi、Elder 與 Bem 的兩篇經典文章（1987, 
1988）中分別探討害羞與易怒的人格特質如何依循著「規避世界（moving away 
from the world）」與「對抗世界（moving against the world）」的生命歷程發展模

式而產生其最終的發展結果，有如對「個性決定命運」這句諺語的驗證。Burt
依據同樣的邏輯強調 SST 的知能結構有如人格特質一般會主動選擇適合其運作

的社會環境，以達到自我延續的目的。也就是說，早期具有較高的知能結構的

個人，會去選擇參與高風險的活動或出現在鼓勵犯罪的場所之中，進一步涵養

其知能結構，達到延續性的情況。至此，SST 中的知能結構在論述上頗符合潛

在特質的觀點。 
 
然而，在另一個研究中，Simons 與 Barr（2014）卻強調知能結構的可受影

響性。他們從婚姻與犯罪中止（desistence）的相關討論出發，論述婚姻之所以

能夠中止犯罪，主要在於伴侶之間的知能結構彼此影響的結果。原本具有高知

能結構的個人，在遇到低知能結構的伴侶後，改變其知能結構的程度，進而改

變了其犯罪的行為。從生命歷程的角度來說，重要的生命事件（如婚姻、成為

父母）提供了個人重新進入社會控制的機會，而這個社會控制改變了個人知能

結構，進而達到犯罪中止的結果。從這樣的論述來看，SST 對知能結構的設定

頗符合狀態說的論點。 
 
由於同一個研究團隊（甚至用的是同一筆資料）對於知能結構的定位有所

不同。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就在於探討知能結構在 SST 中所扮演的角色，究

竟是符合潛在特質說的論述，還是較符合狀態說的觀點。本研究跳脫原始研究

團隊的資料，利用台灣青少年短期追蹤的資料，為 SST 的論述提供一個獨立的

經驗檢證。 
 

本研究將採用前三波的資料進行檢證。在排除未追蹤樣本與變項缺失值



後，本研究的最終分析樣本數為 840 位學生。由於，其追蹤期間約為一年半，

屬於短期的追蹤調查。這樣的時間長度頗符合本研究欲探討的主題。因為，若

在相對短期的時間中，分析結果仍能發現知能結構仍有統計上顯著的變動，其

結果將會相對的有效度。 
 
為了探究知能結構的變與不變，研究者首先針對知能結構的三個元素及

知能結構進行潛在成長曲線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s）的分析。由於僅

有三個時間點，僅能夠探討線性的成長模型。透過對成長參數的估計，研究者

可以得知在 1 年半的期間，受訪者在各變項上平均變化情況為何？其變化是否

具有個人之間的差距。其次，基於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的發現，研究者將進一步

針對知能結構進行成長混合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s）的分析。透過對知能

結構成長軌跡的分群，研究者將可同時瞭解受訪者在知能結構上成長軌跡的內

部變化與個人之間的差異。最後，研究者依據成長混合模型的結果，分析其他

SST 相關變項與成長軌跡分群之間的關聯。所有的分析皆在 Stata 15.0 與 Mplus 
7.0 中完成。 

 
表 4.4 呈現的是各元素與知能結構總分的單一變項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

結果。首先，所有模型的模型配適度皆很好，顯示線性模型的足以描述各知能

結構的元素與其總分的短期變化。其次，每個變項的平均斜率皆未達到統計上

的顯著，顯示平均來看，知能結構在這 1 年半的期間內並沒有改變。此外，在

各個元素上，斜率的變異量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顯示在單一的元素上，

個人之間的變化亦沒有太大的差異。然而，有趣的是，知能結構的總分雖然其

平均斜率沒有顯著，但斜率的變異量卻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顯示其變化存在著

異質性。這個發現值得進一步的探討。最後，我們可以從截距的分析結果發

現，每個變項的截距變異量皆達到統計上顯著。這顯示在截距上存在著個人之

間的差異。也就是說，在第一波時不同人在知能結構及其構成元素上有著明顯

的差距。整體來看，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的結果較為支持潛在特質的觀點。：起

始時間的個人之間具有不同程度的知能結構，而且隨著時間的推進並未觀察知

能結構有著改變。 
 
由於前一階段的分析中僅有知能結構的總分的斜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在這個階段將針對知能結構總分進行混合成長模型的分析。表 4.5 呈現模型選

擇的過程，可以看到 4 群與 5 群在 BIC 上具有較好的模型配適。由於兩個模型

在指標上的差距並不大，基於精簡（parsimonious）原則與避免有過小樣本數的

分群出現，本研究採用 4 分群的模型。表 4.6 與圖 4.1 呈現此一分析的結果，而

表 4.7 則是進一步的探索這些分群在 SST 架構下相關變項的變異數分析情況。 
  



表 4.4 知能結構及其組成元素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 

 截距 
截距的變

異量 
斜率 

斜率的變

異量 
模型配適度 

對人際關

係敵意觀 
0.105 1.850*** -0.041 0.084 

χଶ=0.432, 𝑑𝑓=1, 𝑝=0.5112 
CFI=1 
RMSEA=0.00 (CI=0.00; 0.08) 

低自我控

制 
25.579*** 9.433*** 0.055 0.722 

χଶ=1.065, 𝑑𝑓=1, 𝑝=0.3021 
CFI=1 
RMSEA=0.01 (CI=0.00; 0.09) 

非常規的

信念 
31.848*** 0.549** 7.176 1.798 

χଶ=0.038, 𝑑𝑓=1, 𝑝=0.8462 
CFI=1 
RMSEA=0.00 (CI=0.00; 0.05) 

知能結構 0.178* 4.147*** -0.066 0.379* 
χଶ=0.743, 𝑑𝑓=1, 𝑝=0.3887 
CFI=1 
RMSEA=0.00 (CI=0.00; 0.09) 

Note. CFI = comparative fit index; RMSEA =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p<0.05; **p<0.01; ***p < .001 

 
表 4.5 犯罪知能的混合成長模型之模型選擇 

 分群數 

配適指標 2 3 4 5 6 7 
AIC -5652.02 -5549.24 -5532.37 -5518.10 -5515.45 -5514.62 
BIC 
(n=2520) 

-5669.52 -5575.49 -5567.36 -5561.84 -5567.94 -5575.85 

BIC 
(n=840) 

-5666.22 -5570.55 -5560.77 -5553.60 -5558.05 -5564.32 

 
4 群中，只有「持續低下降」這一群具有負的且顯著的斜率，而其知能結

構在四群中也是最低的，這一群人佔整體樣本 30.6%。其他三群（「持續低不

變」、「持續中等不變」、「持續高不變」）在斜率上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顯

示這些群在知能結構上並沒有變動。從圖 4.1 可以看出這三群在知能結構的程

度高低上有明顯的差距。這點可以在表 4.7 的變異數分析的事後比較中可以看

出，各群在三波的知能結構的程度上皆有統計上的顯著。圖 1 可以看到中間的

兩群（「持續低不變」與「持續中等不變」）分別佔總樣本的 41.8%與 22.5%。

其中「持續低不變」的的人數最多，而其軌跡的截距與 0 並沒有顯著的差距，

表示在標準化的尺度下，這群人與整個分配的期望值並無差異。「持續高不變」

這群僅佔 5.1%的總樣本，為四群當中最少人的一群。這群人持續地維持著最高

的知能結構。統整混合成長模型的結果，可以發現在短期的觀察下，潛藏特質

的論點較獲得資料的支持。然而，狀態說的論述也並沒有完全出局，即使在相

對短（1 年半）的時間下，我們仍觀察到一群人在知能結構上有所改變。這群

人的存在為狀態說提供一個有力的證據。 
 
  



表 4.6 知能結構的混合成長模型（四群） 
 知能結構的軌跡分群 
 持續低下降 持續低不變 持續中等不變 持續高不變

估計值     
截距 -1.94*** -0.08 2.23*** 4.89***
斜率 -0.28***** 0.13 -0.10 * -0.10 
     

樣本數 
百分比 

257 
30.60% 

351 
41.79% 

189 
22.50% 

43 
5.12% 

     
 

圖 4.1 知能結構的混合成長模型 

 
 

  



表 4.7 知能結構軌跡分群的變異數分析 
 知能結構的軌跡分群    
 持續低

下降 
持續低

不變 
持續中等

不變 
持續高

不變 
F 事後比較 N 

知能結構一 -2.04 -0.11 2.53 5.06 432.42*** 1<2<3<4 840 
知能結構二 -2.38 0.12 2.48 5.24 597.29*** 1<2<3<4 840 
知能結構三 -2.67 0.19 2.29 4.97 543.42*** 1<2<3<4 840 
憤怒情緒三 18.38 24.25 26.17 30.40 77.83*** 1<2<3<4 833 
非結構式生

活形態三 
11.41 11.88 12.61 13.26 13.31*** 1≅2<3≅4 838 

偏差行為三 0.57 2.33 3.42 14.65 16.71*** 1≅2≅3<4 840 
        

***p < .001 
 

除了各波知能結構在各軌跡分群的差異外，表 4.7 同時納入三個與 SST 相

關的變項在第三波的情況。在憤怒情緒上，四群的平均數有顯著的差距。從事

後比較的結果可以看到憤怒情緒與知能結構的分佈情況一致，「持續高不變」那

群具有最高的憤怒情緒，而「持續低下降」那一群則有最低的憤怒情緒。陳易

甫（2017）結合 SST 與一般攻擊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指出憤怒的感

知風格有可能成為知能結構的另一元素。這樣初步發現似乎支持這樣的論點。 
 
McNeeley 等人所提出的非結構式生活形態（unstructured lifestyle）在表

4.7 中呈現出各群顯著的差異。從事後比較的結果可以發現兩個低知能結構的群

體具有較低的非結構式生活形態，表示這兩群體較少涉入這些具有高風險的場

域。相對的，兩個相對高知能結構的群體則有較高的非結構式生活形態。有趣

的是兩組在知能結構上有程度上的差距，但在涉入場域卻沒有差別。這表示知

能結構與非結構生活形態之間並不完全的對應。 
 
最後，表 4.7 也呈現知能結構的分群跟偏差行為之間的關連。不同的軌跡

分群在偏差行為有統計上顯著的差距。事後比較的結果顯示「持續高不變」這

群的偏差行為顯著地高於其他三群。這顯示知能結構與偏差行為之間有所關

連，然而這個關連發生在少數的青少年當中。其他三群雖然在知能結構上有所

差別，但在偏差行為上卻沒有統計上顯著的差異。 
 

從潛在特質論與狀態論的觀點出發，本研究探討晚近犯罪學整合理論 SST
中核心概念—知能結構的變與不變。利用一筆短期的追蹤資料，本研究分析台

灣青少年知能結構的短期變化情形。潛在成長曲線模型與混合成長模型的分析

結果顯示，台灣青少年知能結構的短期變化情形較支持潛在特質論的觀點。研

究發現，在 1 年半的期間，知能結構的三個元素及知能結構的總分皆無統計上

顯著的變動，反倒是在起始點上（也就是截距），其平均數顯著地與 0 不同。更

重要的是，起始點的變異量具有統計上的顯著。這顯示台灣青少年的知能結構

在程度上不同的人可能有不同的情形，但在 1 年半的期間內並沒有多大的變

動。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的結果中亦發現知能結構在斜率的變異量上達到統計上

的顯著，這表示對不同的青少年來說，在 1 年半期間內知能結構的變動可能有

所不同。這點發現有可能部分支持狀態論的觀點。本研究利用混合成長模型進



一步探究這個現象，結果發現約有 3 成的青少年其知能結構隨著時間而有所降

低，這個發現可能顯示了狀態論觀點運作機制的可能性。然而，混合成長模型

的發現主要的發現仍支持潛在特質論的說法。首先，7 成的青少年其知能結構

在 1 年半期間並沒有統計上顯著的改變。其次，第一波知能結構的高低排序決

定了後面兩波的排序。這兩個結果支持潛在特質說認為特質僅有人群之間的差

異而無變化的特性。 
 
雖然在理論的發展過程中，兩個觀點在與犯罪行為相關的個人特質的預設

上有所不同，然而，兩個觀點或許只是在描述不同的現象與人群。發展心理學

家 Moffitt（1993）提出偏差行為類型的概念，指出在犯行的群體中有著兩個本

質迥異的犯行者。一群犯行者如同潛在特質論的說法，具有高程度的傾向犯罪

特質，而這個特質持續的影響著這群人，讓其不斷地涉入偏差行為之中。另一

群人則不太具備傾向犯罪的特質，或雖然具備這個特質但是其嚴重性並不高。

因此，這群人會在人生某些時期會因為所處的情境與狀態而涉入偏差行為。然

而，由於這群人在傾向犯罪特質的程度較低，隨著情境與狀態的改變，而中止

偏差行為。 
 
本研究的發現初步的支持這樣的論述。短期的追蹤資料指出知能結構在

SST 中扮演的角色可能類似潛在特質的角色。這包括該特質的穩定性與個人程

度上的異質性。但是，這樣的觀點卻無法解釋為何會有一群人的知能結構在短

期中會有持續下降的情況發生。這是否表示 SST 後期引入生命歷程觀點的論述

在某個程度上也得到經驗證據的支持。本研究的進行僅是初步的檢證，未來的

研究將可繼續探究這個問題。 
 

3. 研究目的二：青少年活動場域的特質與知能結構的互動效果 
 

古時「孟母三遷」的故事指出了環境對於兒童與青少年行為的影響。這樣

的思維具體落實在少年不良行為及虞犯預防辦法，即在該辦法中單純出入特定

場所而無特別作為就可以構成少年的不良行為，如出入妨害身心健康場所或其

他少年不當進入之場所與深夜遊蕩。這樣的思考顯示出青少年出入的場所

（place）本身具有實務與理論上的重要性。在實務上，新聞媒體中不時聽聞青

少年在特殊場合（如 KTV、夜店）或自願或被動地涉入犯罪的情境，顯示這些

場所本身具有某種特質，能夠將青少年「推入」犯罪的活動當中。在理論上，

從傳統的社會解組理論、日常活動理論乃至晚近更為細緻的場所犯罪學

（criminology of place；Weisburd, Groff, & Yang, 2012），皆指出青少年所活動的

場所直接地影響其犯罪行為的涉入。 
 
雖然在過去的犯罪學文獻中已經有許多的經驗研究支持場所相關的理論觀

點（Bursik & Grasmick, 1993；Sampson, Raudenbush, & Earls, 1997；McNeeley, 
2015），這些研究大多從結構觀的角度探討場所的特質（如社區的頹敗、社會控

制較弱或犯罪機會繁多等）加諸於個人的推力，使個人容易涉入犯罪行為。然

而，這一脈的研究較少討論下列兩個主題。首先，這些理論論述著重在場所結

構特質的影響，而較少著重特定場所內行動者所建立的規則。Anderson 在其民

族誌的研究中指出特定地區內部的街頭守則（street code）「鼓勵」著地區內的

行動者的進行暴力與犯罪行為。因此，除了場所的結構特質外，研究者應更進



一步的探索場所內守則或次文化的影響。 
 
其次，這些理論論述忽略了個人並不是「一張白紙」似地進入這些場所。

不同的個人受到這些場所的影響不盡相同。Simons 與 Burt（2011）兩位學者強

調認知層次的社會基模（social schema）對於個人犯罪與暴力行為的影響。個人

在其環境中涵養出待人處事的原則。兩位學者提出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social 
schema theory of crime；SST）並指出當個人處於劣勢的環境時，個人傾向從環

境中學習那些傾向犯罪的訊息，如以暴制暴、立即滿足與對社會規範的不信任

與反叛，並以這套認知基模去定義與處理人際間的互動。SST 引入情境行動理

論（situational action theory；Wikström, 2014）的觀點，認為具有高犯罪認知基

模的行動者，在高風險的情境之下，更容易進行犯罪與暴力行為。因此，前述

場所的影響仍需要看個人在認知與詮釋能力上的表現，才算是對個人犯罪與暴

力行為有完整的瞭解。 
 
本研究從場所的影響這個觀點出發，結合 Anderson 的街頭守則、Simons

與 Burt 的 SST 與 Wikström 的情境調節論述，以青少年暴力行為為對象，試圖

探討場所相關概念與個人認知因素的獨立影響，並進一步探索兩者的交互作

用。採用一筆全台青少年的樣本，本研究將針對上述的論點進行經驗的驗證。

在此，採用本研究第一波的資料進行探討。本研究分析總樣本數為 1,565 名學

生，其中國中生為 752 名、高中生為 813 名；男性為 818 名、女性為 747 名。 
 

在犯罪學的文獻中，犯罪或暴力行為的相關變項通常呈現正偏的分佈，因

此，在晚近的研究中，多數學者採用負二項式模型（negative binomial model）
進行分析（Simons & Burt, 2011；Long, 1997）。負二項式模型與波以松

（Poisson）模型類似，皆是適合應用於於依變項為次數（count）變項的線性模

型當中。相較於波以松模型假設依變項的期望值與變異量須相等，負二項式模

型則引進 α 係數來處理此一過度離散（overdispersion）的問題，因此為前述犯

罪學文獻所青睞而採用之。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兩個研究假設，研究者進行一

系列的線性模型。首先，為了探討主要自變項對暴力行為的影響，研究者將 4
個自變項與 3 個控制變項同時放入模型中進行分析。其次，針對暴力知能與場

所變項的交互效果的探討，研究者在前一個模型的基礎上，將暴力知能與 3 個

場所變項的交互作用項分別放入 3 個模型當中，用以探討兩變項的交互作用對

暴力行為的影響。 
 

表 4.8 呈現負二項式模型的分析結果，各個模型的 log α 達到顯著，顯示

負二項式模型優於波以松模型。此外，各模型的模型檢定（Wald Chi-squre 
test）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顯示各模型在統計上是成立的。3 個控制變項中，

性別與年級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而家庭收入並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男性及

高中生表現出較多的暴力行為。模型 1 檢測場所相關變項對青少年暴力行為的

影響。涉入較多的風險活動場所、較高的場所守則與較高學校暴力皆與青少年

的暴力行為增加有關聯。在模型中其他變項不變的狀態下，青少年每增加 1 個

單位的涉入風險活動場所，其暴力行為的發生率（incident rate）增加 1.16 倍

（𝑒.଻଻ଵ െ 1 ൌ 1.16）。同樣地，場所守則與學校暴力的增加分別使青少年的暴力

行為發生率增加了 0.28 倍與 0.13 倍。這樣的結果支持下列的說法：涉入的場所

特質（即較具風險與暴力盛行的場所）以及場所的守則（即該場所盛行著支持



犯罪的規範）與青少年暴力行為有正向的關聯。 
 

表 4.8 負二項式模型：暴力知能與場所變項對暴力行為的影響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調節變項 無 無 活動場所 學校暴力 場所守則

活動場所 .771*** 0.500*** 0.101 0.496*** 0.592***
 (.202) (0.12) (0.21) (0.12) (0.13) 
場所守則 .244*** 0.119** 0.138*** 0.121** 0.074 
 (.043) (0.04) (0.04) (0.04) (0.05) 
學校暴力 .120** 0.131** 0.129** 0.130** 0.143***
 (.046) (0.05) (0.05) (0.05) (0.04) 
鄰里效能 .033 0.108 0.094 0.109 0.104 
 (.064) (0.07) (0.07) (0.07) (0.06) 
暴力知能 -- 0.485*** 0.467*** 0.489*** 0.391***
 -- (0.08) (0.08) (0.08) (0.09) 
暴力知能 X 調節變項 -- -- 0.179* -0.006 0.054*
 -- -- (0.09) (0.02) (0.02) 
女性 -2.008*** -1.701*** -1.777*** -1.699*** -1.651***
 (.385) (0.41) (0.40) (0.41) (0.36) 
高中生 -1.426*** -1.361*** -1.404*** -1.377*** -1.391***
 (.389) (0.36) (0.36) (0.35) (0.33) 
家庭收入 .034 0.031 0.032 0.029 -0.012 
 (.057) (0.05) (0.05) (0.05) (0.04) 
常數項 1.731 0.898 0.993 0.933 0.983 
 (.954) (0.93) (0.91) (0.90) (0.81) 
Log(α) 2.855*** 2.570*** 2.550*** 2.565*** 2.497***
 (.230) (0.28) (0.27) (0.29) (0.21) 
Note: *p < .05 **p < .01 ***p < .001;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N = 1,565 

 
模型 2 將青少年的暴力知能納入模型之中，用以檢證假設 2。暴力知能正

向且顯著地影響暴力行為。暴力知能每增加 1 個單位，青少年暴力行為的發生

率增加 0.62 倍。這樣的結果呈現，擁有較高暴力知能的清少年施行較高的暴力

行為。此外，觀察模型 1 與模型 2 場所相關變項的係數變化，發現場所守則的

變化大於兩個場所特質的測量，然而，三者在模型 2 中仍維持統計上的顯著，

顯示即使在控制了個人的暴力知能下，場所特質與場所守則仍具有獨立的影響

力。這樣的結果僅部分支持 SST 有關場所相關變項中介個人暴力知能的論述。

總結模型 1 與 2 的分析結果，這個研究確立了主要研究變項對暴力行為的直接

效果。 
 

表 4.8 的模型 3 至 5 呈現的是暴力知能與場所相關變項之間的交互作用的

分析結果。2 個場所特質的變項僅有活動場所與暴力知能有交互的作用。為了

進一步瞭解此一交互作用的狀況，研究者依據模型 3 的結果進行交互作用探索

（probing）。由圖 4.2 可以得知，相較於低風險的活動場所（低於平均數 1 個標



準差），涉入高風險的活動場所（高於平均數 1 個標準差），暴力知能對青少年

暴力行為的影響力也隨之增加，呈現互為增強的走勢。具有高暴力知能的青少

年其活動場所越多是具有風險的特質時，則更容易涉入暴力行為。 
 

圖 4.2 活動場所與場所守則調節暴力知能對暴力行為的影響 

 
 
其次，模型 5 呈現暴力知能與場所守則之間的交互作用，此一交互作用亦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依據模型 5 的結果，圖 4.3 呈現交互作用探索的情況。相

較於低場所守則（低於平均數 1 個標準差），青少年日常活動的場所具有高的犯

罪（或暴力）的規則（高於平均數 1 個標準差），個人的暴力知能對暴力行為的

影響也就越大，亦呈現互為增強的走勢。然而，與圖 4.2 相比，這個增強的效

果相對的較小。具有高暴力知能的青少年其活動場所中所呈現的行事守則越傾

向鼓勵犯罪的話，則其青少年更容易涉入暴力行為。 
  



圖 4.3. 場所守則調節暴力知能對暴力行為的影響 

 
 
本研究從晚近犯罪學對於場所的討論出發，結合 Simons 與 Burt 兩位學者

所發展的整合性犯罪學理論 SST，用以探討場所特質、場所守則與個人暴力知

能三者對青少年暴力行為的影響。結果發現台灣青少年的暴力行為同時受到個

人的暴力知能、日常活動場所的特質以及場所的守則所影響。對於這些直接效

果的發現，支持本研究的研究假設。然而，與研究假設不相符的是，場所相關

的變項對於台灣青少年來說，其對暴力行為的影響仍有自外於個人暴力認知的

獨立效力。如此的分析與 Simons 與 Burt 兩位學者針對郊區非裔美國人樣本有

所不同，值得後續的細究。其次，在調節效果方面，研究顯示場所的風險性與

場所傾向暴力的守則會加強暴力知能對青少年的影響力。這樣的發現符合

Simons 與 Burt（2014）以及 Wikström（2004）有關情境調控的論述。某些活動

場所所釋放出來的訊息會對那些原本就有較高暴力知能的青少年有著鼓勵的作

用，使其更容易在該場地施行暴力行為。然而，在分析中既未發現學校暴力行

為盛行影響青少年的暴力行為，也未發現學校暴力行為對暴力知能進行調節，

這與過往台灣相關研究不符，亦值得後續研究持續探究其原因為何。 
 

4. 研究目的三：友伴、暴力知能與青少年暴力行為 
 
本研究的第三個研究目的在於結合青少年友伴網絡與犯罪的社會機磨理

論，探討友伴對青少年暴力行為的影響力。研究者已將此一主題撰寫成期刊論

文並發表於社會分析期刊。請詳見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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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青少年暴力行為之研究：暴力認知以及友伴特質的影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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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年來台灣暴力事件屢屢震驚社會，針對青少年時期暴力行為形成的研究

實為迫切。這個研究從公共衛生與流行病學的上游（up-stream）防制的觀點，

探討影響青少年暴力行為的早期社會因素。這個研究從認知偏誤的研究（Crick 

& Dodge, 1994；Dodge, 2006；Wills et al, 2000）以及晚近犯罪學/偏差社會學的

理論發展中對於個人所處環境與其所持的社會基模（Simons & Burt, 2011）與攻

擊性行為關連的研究出發，探討青少年所處的環境對於其暴力認知的涵養，進

而使其較易選擇用暴力的方式來處理人際的關係，而有較高的暴力行為。此

外，這個研究更進一步從友伴網絡的觀點出發，探討友伴的暴力認知與暴力行

為對青少年本身的暴力行為的影響。依據一筆台灣本土的青少年友伴網絡資料

的分析結果，這個研究顯示青少年的暴力認知與暴力行為受到父母的負面教

養、青少年所居住鄰里的凝聚力以及個人本身的受害經驗的影響，而暴力認知

也顯著的影響青少年的暴力行為。此外，相較於友伴的暴力認知，友伴的暴力

行為更能夠解釋青少年暴力行為的高低，顯示出社會學習理論中的仿效效果。

本文依據這些發現進行理論上的詮釋。 

 

關鍵字：暴力認知、暴力行為、友伴網絡、網絡自我相關模型、仿效效果 

 

 

  

                                                       
1  作者感謝兩位匿名審查人所提供的珍貴建議與指正。也感謝李宗棠先生協助處理初期的資料

整理工作。更感謝中研院社會所吳齊殷研究員慷慨地同意作者使用其研究資料。 



青少年暴力行為之研究：暴力認知以及友伴特質的影響 

 

近年來台灣社會發生多起驚動社會的暴力犯罪事件，從 2012 年的湯姆熊割

喉案、2013 年八里雙屍案、2014 年北捷隨機殺人事件以及近期的內湖女童案，

皆引發台灣社會各界的討論。受害者家屬的傷痛、加害者家人的歉疚以至於隨

之興起的廢死與反廢死的爭論，使這個社會陷入精力與情緒上的消耗。然而，

真正的問題，即「暴力行為從何而來？為何發生？」，卻鮮少在這一系列的討論

中被認真對待。雖說，司法的程序正義以及人權的改革是當下台灣急迫的議

題，然而，即使改革成功，也僅於處理暴力犯罪生成的「下游」所衍生的問

題。暴力犯罪的「上游（up-stream）」，亦即影響其生成的因素，應該是更需要

各界探討的議題。這個「上游」的探討與過去經驗研究指出的犯罪與暴力行為

有其生命歷程的連續性相關，即成人時期的犯罪與暴力行為與青少年時期的暴

力與攻擊性行為具有相當程度的關連（Robins, 1978；Farrington, 1989）。因此，

欲探討這些驚動社會的暴力犯罪事件的源由，從探討青少年暴力與攻擊性行為

的成因著手，應是一條必要的研究取向。 

 

在前述新聞事件發生時，一些評論家試著跳脫輿論一面倒地對施暴者個人

因素的追究，以社會整體造就一個犯罪者角度，去闡述「台灣的社會造就了鄭

捷」的觀點（王浩威，2014）。王浩威認為台灣的家庭與學校現場不斷的在重製

鄭捷的「生命狀態」，暴力犯行並非單獨的個體現象，而可能是整體社會的現

象。這樣的觀點，頗符合主流偏差社會學將暴力行為解釋成社會的產物並直指

背後社會結構的問題。然而，這些結構是如何造成個人的暴力行為的產生？所

謂的「生命狀態」其內涵為何，仍須細究。這個研究將從較為微觀的角度出

發，強調青少年所處環境與情境對其認知的影響，進而將青少年推入暴力施行

的途徑。 

 

過去認知心理學與社會學心理學的相關研究認為個人對風險行為（risky 

behaviors）賦予正面的認知會增加個人從事這些風險行為的可能性。例如，個

人對於使用菸酒藥物的意向（intention）與志願（willingness）持正向且意願嘗

試的態度以及在個人認知上對於這些物質（substance）的認可，使個人更容易



去使用，甚至過度使用這些物質（Brody et al., 2012；Cleveland et al., 2005；

Wills et al., 2000）。相類似地，Dodge 與其同僚在他們一系列的作品中借用認知

訊息處理（cogni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的概念提出個人敵意歸因模式

（hostile attribution style），可作為解釋個人攻擊行為（aggressive behavior）的

發生原因（Dodge, 2006；Dodge & Frame, 1982；Crick & Dodge, 1994）。Dodge

從這個理論出發，陳述攻擊性行為的成因在於個人在認知訊息的處理過程中因

為所處環境的影響而形成的「偏誤（biased）」歸因。當個人過去的經驗皆讓其

建立起一套以敵意反應為主的訊息處理模式時，那麼這套的模式將成為個人行

動的引導常規，影響著個人對於環境訊息的判斷以及決策歷程，使得個人更容

易陷入攻擊行為的循環當中。 

 

近五年來，Simons 與 Burt 兩位學者試圖從社會學習理論的傳統出發，結合

發展心理學與前述認知心理學的社會訊息理論的傳統，發展出一套解釋社會過

程與個人因素如何影響個人的偏差、暴力或犯罪行為的理論框架：犯罪的社會

基模理論（social schema theory of crime；SST；Simons & Burt, 2011）。犯罪的

社會基模理論強調個人所處的劣勢環境將人「推入」暴力行為的發展路徑。其

中，個人處在劣勢環境中會較傾向以暴力的、衝動的以及有仇必報的待人接物

準則來行事。在社會互動中，較容易將他人的舉動詮釋成對自己具有敵意，也

因此較容易以暴力行為來做應對。Simons 與其同僚以非裔美國人的樣本測試這

個理論的經驗基礎。在一系列的研究中，他們確立了青少年所處的家庭與社區

環境以及其受暴經歷會影響其犯罪基模的形成，而這樣的犯罪基模進而影響青

少年暴力行為的施行（Simons & Burt, 2011；Simons et al., 2011；Simons et al., 

2013）。 

 

前述的理論觀點不約而同的將認知以及與認知相關的概念連結至研究青少

年的風險行為與暴力行為。這些認知相關的概念連接著青少年所處的家庭與社

區環境與青少年暴力行為之間的關連。這個研究第一個研究目的在於以 SST 這

個晚近發展出來的整合性理論為基礎，以台灣本土的資料來探討認知相關的因

素對青少年暴力認知與暴力行為的影響。 

 



其次，青少年的暴力行為並非憑空而來的，其行為鑲嵌在多種的社會脈絡

下。除了前述家庭與社區的脈絡外，友伴關係在過往的文獻中最常被提及，也

被認為是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Jaccard, Blanton, & Dodge, 2005；Kreager, 

Rulison, & Moody, 2011；李文傑，2012）。以友伴在解釋青少年暴力行為的重要

性，實需將之納入本研究所採用的理論架構中。然而，在 Simons 等人的一系列

研究中，卻鮮少將友伴的影響納入他們的經驗研究當中。此外，自 Warr 與

Stafford（1991）將友伴的犯罪態度與犯罪行為納入同一個模型做探討以來，較

少有過往的研究持續的檢測友伴的態度或本研究所重視的認知因素對青少年犯

罪行為的影響。這個研究引入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的觀念來

探討友伴的認知與行為的影響力。這構成這個研究的第二個研究目的：在 SST

的理論基礎上，進一步納入以社會網絡為基礎的友伴影響因素，探討青少年暴

力認知與暴力行為的友伴影響因素，以此擴充該理論在友伴影響的相關論述。 

 

二、文獻探討 

 

1. 犯罪的社會基模理論（SST）與暴力認知 

Simons 與 Burt（2011）承接了 Akers 的社會學習理論的觀點提出了 SST。

社會學習理論認為，個人的犯罪行為是學習或仿效而來。個人透過與環境的互

動，進而學習傾向支持犯罪的信仰、態度、定義與價值，再進一步反映在其行

為上，產生犯罪行為（Akers & Jennings, 2015）。相較於社會學習理論著重學習

的對象以及學習條件，SST 著重這些學習的內容（content）為何。SST 借用社

會心理學與發展心理學的認知基模（cognitive schema）概念，指出這個學習的

內容包括三種不同但相關連的成分（components）或該理論稱作的「社會基模

（social schema）」：對社會關係採敵意觀（hostile view of relationships）、衝動或

即時享樂（impulsivity or immediate gratification）的想法以及對社會規範的冷嘲

熱諷觀（cynical view of conventional norms）。雖然，兩位學者認為三個社會基

模共同指向一個更高的構念—犯罪知能結構（criminogenic knowledge 

structure），在與暴力行為對應時，對社會關係採敵意觀發揮的影響力仍是最

大。因此，這個研究將以這個基模為主來探討其對青少年暴力行為的影響並與

其他的研究傳統作連結。 



 

社會基模的概念源自於 Baldwin（1992）的關係基模的討論。他回顧當時既

有的社會認知理論而提出有關個人處理社會訊息的關係基模（relational 

schema）的概念。關係基模涵蓋了個人在持續地且累積地接收情境/環境訊息後

所產生的有組織性、有引導性且具有規範性的知識體系。這個體系包含著個人

在過去經驗累積下，所習得的人際間的腳本（interpersonal scripts）。在與他人互

動時，個人可以借用這些腳本來定位自我並定位與他人互動應該有的應對進

退。在關係基模的架構下，個人在不同的情境之下，習得社會訊息的處理模式

並構成個人的知識。 

 

借用這樣的觀念，SST 強調：個人的犯罪行為實為個人接收、仿效與學習

周遭傾向犯罪的腳本後，所進行的行動。個人依據過去的經驗所習得的腳本與

基模成為其行事的標準，SST 依據這樣的理論原則，認為：惡劣的環境因素

（adverse environments），使個人「學壞（learn to be bad）」。於是個人習慣使用

敵意觀的基模來對待他人，也因此傾向於從事犯罪的行為。總結來說，SST 認

為偏好犯罪的社會基模構成一個人行動的心智結構（mental structure），而此心

智結構受到個人所處社會條件所影響而生成，並對個人的犯罪行為產生重大的

影響（Simons & Burt 2011, p. 556）。對社會關係採敵意觀即在描述個人在與人

互動時採用懷疑、認定別人居心不良以及自覺受委屈並心生不滿的態度。此

外，SST 也擷取 Anderson（1999）的「街上守則（street code）」的概念，將逞

強鬥勇的待人模式納入這個社會基模中。Anderson 針對都市地區非裔男性的幫

派以及暴力行為為主題進行民族誌研究。其研究發現，由於該地區暴力與犯罪

行為盛行，非裔男性生活在該地區，共享著一套規範或次文化守則。公開與人

互動時，需要顯示自己的強悍（toughness）、有仇必報以及以眼還眼的行事風

格。亦即，當個人與他人互動時，有受侵犯、受污辱或丟臉的感覺時，個人理

所當然的採用暴力的行為作為反擊。SST 認為當行動者在這個社會基模中的傾

向較高時，較會將人際間的互動朝惡意的方向去定義，進而增加暴力行為發生

的可能性。 

 

類似的論述可以在 Dodge 的訊息處理理論中發現。Dodge 陳述攻擊性行為



的成因在於個人在認知訊息的處理過程中因為所處環境的影響而形成的「偏誤

（biased）」歸因。當個人過去的經驗皆讓其建立起一套以敵意反應為主的訊息

處理模式時，那麼這套的模式將成為個人行動的引導常規，影響著個人對於環

境訊息的判斷以及決策歷程，使得個人更容易陷入攻擊行為的循環當中。

Dodge 與其共同作者在一系列的研究中皆對這樣的過程提供實證資料上的支持

（Dodge & Coie, 1987；Dodge, Bates, & Pettit, 1990）並以此提出攻擊性行為的

可能介入方案（Dodge, 2006；Dodge et al., 2015）。台灣本土的經驗研究則有陳

建安（2010）針對 290 位成年犯所進行研究，其研究成果連結了犯刑人的社會

認知評價與其犯罪經驗的特定性。此外，張楓明與譚子文（2011）從社會控制

理論的角度探討青少年對社會道德規範的信念與偏差行為之間的關連。分析 8

所國中共 888 位學生的資料後，他們的研究顯示，即使控制個人的負面生活事

件以及偏差友伴，青少年的道德信念仍顯著地影響期初次偏差行為的發生。羅

時強、林瑞欽與范兆興（2011）更以殺人犯的樣本直接檢證 Dodge 的社會訊息

處理理論並證明這些犯人在認知上的「扭曲」、「攻擊性」以及「衝動性」的特

徵。這樣的論點也與過往研究認知上的易受害性（cognitive vulnerability）與菸

酒藥等物質使用的關連相符合（Brody et al., 2012；Cleveland et al., 2005；Wills 

et al., 2000）。這些學者認為個人對菸酒藥等物質持認可的印象（image）、正向

的使用意願與意圖（intention and willingness），使個人更容易去使用這些物質。

因此，戒斷這些物質的介入方法之一為改變個人對於這些物質的認知（Brody et 

al., 2012）。 

 

從這些研究可知，社會基模、訊息處理過程以及認知易受害性直指著行動

者的認知對行動施行產生的影響。青少年所處的環境影響著他們對於暴力、犯

罪以及物質使用的記憶（memory）、行事所遵循的規則（scripts）、看法與意圖

（image、intention & willingness）以及如何評估與行動的訊息處理過程

（information processing）。將這個概念運用在探討青少年暴力行為中，這個研

究將這些過程統稱為暴力認知（violent cognition），並假設：當青少年具有較高

的暴力認知將會增加其施行暴力行為的可能性。 

 

2. 影響暴力認知的因素 



Simons 與 Burt 兩位學者在其理論中進一步探討造成這樣認知的來源為何。

在 SST 理論的闡述中，這與個人所處家庭、社區以及過往受害經驗息息相關。

家庭作為個人最早的成長環境在偏差與犯罪的理論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社會學

習理論指出個人處在暴力盛行的家庭環境中，如負面教養、高家人間衝突以及

父母敵意與忽視皆使得家庭成為暴力盛行的環境。個人處在暴力盛行的環境

中，會培養出具有敵意、不信任以及傾向用暴力手段解決事情的行事準則。本

土與國外的研究皆指出，遭受負面教養與受過家內暴力的經驗，會讓個人內化

並習得這樣的手段是處理人際衝突的有效作法，進而對其他人也採取類似的方

法互動（吳齊殷與高美英，1997；吳齊殷與陳易甫，2001；Dodge, Bates, & 

Pettit, 1990；Simons, Simons, Su, 2013）。由此可知，青少年所受的教養實為涵

養其暴力認知的重要影響因素。這個研究假設：父母的負面教養影響著青少年

的暴力認知，進而影響其暴力行為。其中，負面教養則會增強其暴力認知，進

而增加其暴力行為的施行。 

 

除了家庭社會化的因素外，個人生活脈絡的經歷與體驗也影響著個人暴力

認知的形成。一些美國的研究從一般緊張理論出發，強調種族歧視（racial 

discrimination）的經驗構成一種緊張壓力，讓人心生不公之感增加，進而讓個

人比較容易選擇以暴制暴的手段反擊，進而產生犯罪（Agnew, 2005；Simons et 

al., 2003；Brody et al., 2006）。這樣的邏輯也適用在個人目睹他人受暴或本身就

是暴力受害者的經驗上。當個人經常地目睹或經歷人對人之間的暴力對待時，

會使得個人學習並傾向認可使用暴力處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進而產生犯罪的

行為（Jackson et al., 2013）。由於種族歧視在台灣仍屬特殊脈絡下發生的行為，

很難廣泛的觀察到。因此，這個研究僅探討青少年受暴經驗的影響。這個研究

假設：當青少年本身遭受暴力的傷害時，將更容易涵養出較高的暴力認知，進

而影響其暴力行為的施行。 

 

依循著 Anderson（1999）的研究基礎，過往的理論也將社區的特質納入影

響暴力認知的因素之一。社區解組理論以及與其相關的社會控制理論分別提及

頹敗與犯罪充斥的鄰里（neighborhood）以及欠缺非正式控制的鄰里或鄰里的集

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皆使鄰里發展出獨特的犯罪次文化並成為暴力認知



滋長的溫床（Anderson, 1999；Sampson, Raudenbush, & Earls, 1997；Simons et 

al., 2007）。由於台灣鄰里的概念與美國那種社區的概念有所區別，在這個研究

中，研究者利用青少年自陳的住家附近的情況來作為概念上的相比。這個研究

假設：青少年居住在較高社區凝聚力的地方，則較不容易發展出暴力認知，也

進而減少其暴力行為的出現。 

 

3. 友伴的影響以及台灣以班級為基礎的生活空間 

社會學習理論或差別結合理論十分重視偏差友伴對個人偏差與犯罪行為的

影響。然而，有趣的是從社會學習理論出發的 SST 卻鮮少對友伴這個影響因素

做理論上或經驗研究上的討論。在其一系列檢驗 SST 的文章中，Simons 等人僅

在 2011 年的研究中將友伴的偏差行為視為連結青少年所處的劣勢環境與三個社

會基模之間關係的一個因素。在其之後的研究中，皆未再針對友伴的影響進行

任何論述，這與其所遵循的社會學習理論傳統有很大的不同。因此，在此特別

將友伴的因素放入這個研究當中，針對 SST 進行補充。 

 

過去的文獻已經證明友伴對個人的偏差與犯罪行為的影響力不小於家庭

（Jaccard, Blanton, & Dodge, 2005；Kreager, Rulison, & Moody, 2011；Haynie, 

2001）。特別是在青少年時期，友伴可說是青少年學習與仿效（imitate）的主要

來源。然而，過去的研究大多重視友伴的偏差行為對青少年行為上的影響力，

甚少觸及友伴對個人信念或認知的影響力為何。其實，這樣的提問在 1990 初期

就由 Warr 與 Stafford 所提出。Warr 與 Stafford（1991）從社會學習的觀點提出

個人對犯罪的態度與犯罪行為受到友伴的犯罪態度與犯罪行為的影響，其研究

結果發現個人的態度與行為受到友伴偏差行為的影響，呈現社會學習理論的仿

效的機制。此外，個人周遭友伴的行為也可以視為其所處社會脈絡的「偏差的

社會規範（social norms of delinquency）」，涵養著個人的暴力認知，並使個人較

傾向用犯罪或暴力的方式行事。因此，本研究擷取社會學習理論傳統的學者

Warr 與 Stafford（1991）的研究，將友伴的暴力認知與暴力行為納入分析架構

中。 

 

然而，這樣的設定仍有其不足之處，忽略了友伴影響文獻中有關友伴網絡



的觀點。特別是，要將這個理論應用至台灣青少年研究時，研究者需要注重班

級網絡的特殊性。這是因為，台灣或東亞學校制度的安排，讓同學齡的青少年

長期的處在同一個班級內部活動，因此，班級內部友誼網絡的特徵以及其浮現

的「常規」可能形成一個獨特的影響因素。過去台灣本土的研究已經發現班級

內的友誼網絡影響青少年的學業成就（張明宜與吳齊殷，2013）、心理特質

（Lee, Wu, & Huang, 2013）與偏差行為（Wei & Lee, 2014；Wu, 2015），而個人

的特質也影響著班級網絡的長期變化與形成（謝雨生、吳齊殷與李文傑，

2006）。由於這個研究使用的是橫斷面的資料，無法處理友伴網絡的動態變化。

更由於這個研究的提問比較傾向於友伴對於青少年的影響，因此，在分析上採

用社會網絡分析中的影響模型（influence model）或網絡自我相關模型

（network autocorrelation model）（Leenders, 2002）。透過對加權矩陣（the 

Weight matrix）的設定，這個研究將個人的友伴網路的特質與其友伴的特性同

時納入模型當中進行探討。這個研究假設：當青少年與具有較高暴力認知與暴

力行為的友伴交友時，將會有較高的暴力認知與暴力行為。 

 

三、研究方法 

 

1. 資料來源 

為了驗證這個研究所提出的假設，研究者將採用吳齊殷研究員目前正在進

行「落霞與孤鶩、秋水共長天：青少年友敵關係同質性的考察與檢驗」研究計

畫（後簡稱落霞計畫）的第一波資料。該計畫於 2014 年 8 月開始進行為期三年

調查，調查對象為 2014 年 8 月入學之國中、高中與大學一年級的學生，預計在

2016 年 8 月進行最後一次的調查。這個研究使用落霞計畫的第一波資料，並將

資料範圍限制在國高中的樣本。 

 

落霞計畫在第一年的調查中將台灣區分為北中南東四個區域，以分層叢集

抽樣的方式在各區域抽取樣本國高中，然後再從抽中的學校中隨機選取一至二

個班級進行調查，當班級被抽中時，班上所有的學生皆納入研究樣本中。最後

抽取 48 個班級進行調查。因為有些學校是完全中學，同時具有國高中部，最後

調查學校共有 19 所。在第一年調查結束時，共有 604 位國一生與 626 位高一



生，共 1,230 位學生接受調查。受調查學生皆在家長閱讀並簽署同意書的情況

下，才納入本研究的調查樣本中。所有的調查皆遵循中研院倫理中心審查後的

調查程序進行。在排除研究變項的缺失值以及因為所提名的好友並不在研究樣

本中而造成友伴測量的缺失後（n = 104），最後可分析樣本為 1,126 位學生，其

中男女比例約各佔半數（51.2%與 48.8%）。 

 

比較 104 位因變項缺失值而被排除的學生與最後分析樣本的學生後發現，

被排除的學生有較多是從家庭收入較低家庭中成長的。除此之外，這些被排除

的樣本在所有研究變項上皆與最後的分析樣本中的學生沒有顯著的差距。在後

續的分析中，將家庭收入納入分析的模型中進行控制。 

 

2. 變項描述 

本研究的依變項為暴力行為。受訪者自答他們過去六個月作過下列行為的

次數：恐嚇他人、與人打架、丟擲物品傷人、隨身帶武器、打傷人以及暴力勒

索他人等。此外，為了能夠涵蓋更大的行為表現，這個研究也將闖入別人家

中、故意損壞東西這兩項具有暴力傾向的行為納入暴力行為的測量中。由於各

項行為的次數分佈呈現嚴重正偏，在這個研究中，將各項分數重新編碼：沒有

做過者編為 0、做過 1 次以上者編為 1。最後將各項分數總加成為暴力行為的測

量。由於這個變項類似計算各項暴力行為的次數，而其次數分佈明顯右偏。研

究者將此依變項重新編碼成三個類別：沒有作過任何暴力行為（0）、作過一次

（1）以及作過 2 次以上（2）。由此這個變項為一次序變項，在後續的分析中將

以處理次序變項之線性模型分析之。 

 

依據前述理論的探討，本研究的主要自變項有父母負面教養、社區凝聚

力、受害經驗、暴力認知以及友伴的暴力認知與暴力行為。父母負面教養是由

4 個題目所組成，分別詢問父母用打罵的教養行為，其編碼 4 點量表（1=從

未、4=時常）。在過去的研究中此一測量顯著的預測青少年的偏差行為與暴力行

為，具有良好的效標關連效度（周玉慧與吳齊殷，2001；李文傑與吳齊殷，

2004）。研究者將父與母的題目各自總加求得父與母的負面教養總分，然後，再

將父母的分數平均，求得負面教養的測量，分數越高表示家庭實行較多的負面



教養。父與母題目的內部一致性係數分別為.84 與.83。社區凝聚力則是測量青

少年居住地區的凝聚力。研究者參考社會變遷四期二次有關社區特質的描述，

外加參考台灣青少年研究（Taiwan Youth Study；TYP）有關社區的測量編修而

成。此一量表由 9 個題目所組成，研究者詢問受訪青少年是否同意社區居民有

共同的看法、想法以及對社區事務是否關心。其答項為 5 點量表（1=很不同

意、5=很同意），將 9 題的分數相加即為社區凝聚力的測量，其內部一致性係數

為.96。過往的研究顯示這個測量與青少年的偏差行為有顯著的關連（石友馨，

2008）並與社區居民對於犯罪恐懼有正向的關連（翁國峰，2007），具有良好的

效標關連效度。受害經驗由 10 個題目所組成的，詢問青少年在過去一年中是否

有被人打傷、圍毆、被勒索以及東西被破壞等情況的發生頻率。其答項為 4 點

量表（1=從來沒有、4=幾乎每天）。研究者將 10 題的總分相加即為受害經驗的

測量。其內部一致性係數為.63。 

 

暴力認知由 8 個題目所組成，詢問青少年是否贊同使用暴力、以牙還牙或

攻擊性的方式來處理人際關係。此一題組擷取自 Simons 等人為檢證 SST 而設

計的題組。原始的題目為英文，並在過往的研究中證明具有良好的信度與效度

（Simons et al., 2011, 2013），研究者在獲得 Dr. Simons 的同意後，委託專業翻

譯人士進行英翻中以及中翻英（back translation）。在落霞計畫進行正式資料蒐

集之前，研究者以一班國中生以及一班大學一學生（N = 50）進行預試。初步

發現此一題組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α=.81）並與青少年自我回答的暴力行

為有中等程度的相關（Pearson’s r 為.29），初步具有良好的效標關連效度。此一

題組的答項為 5 點量表（1=很不同意、5=很同意），將 8 題的分數相加，分數

越高表示個人越認同採用暴力的方式來處理人際關係，本研究的分析樣本的內

部一致性係數為.87。 

 

友伴的暴力認知與暴力行為由青少年所填寫的好友名單而來。研究者要求

青少年填寫他們最好朋友的姓名。在問卷的設定上，填寫的名字數並無限制，

然而，從資料中觀察，超過 98%的提名是在 6 人以內。在這個研究友伴的效果

是依據 Leenders（2002）的操作方式計算加權矩陣（the Weight matrix），建構友

伴自陳的暴力認知與暴力行為的變項，用以測量友伴網絡的影響效果



（influence effect of peers）。這個研究採取的是以友伴的 in-degree 為權數乘上友

伴自答之暴力行為與暴力認知的分數，並將受訪者所提名的所有友伴之加權分

數總加後，來獲得代表友伴影響力的兩個變項：友伴暴力認知與友伴暴力行

為。這樣的變項建構方式具有兩層的意義。首先，in-degree 可代表友伴在班上

的相對受歡迎的程度，以此來建構友伴影響力變項所代表的是友伴個人認知與

行為與其個人在班級友伴網絡中位置的加乘影響效果。所具有的理論提問為：

與較受班上歡迎且具有較高暴力認知與暴力行為的友伴作朋友，是否會讓青少

年更容易學習到其認知以及行為？其次，透過班級友伴網絡，可以讓研究者得

知青少年友伴的「真實的（actual）」暴力認知與暴力行為，而非由受訪者自陳

「知覺的（perceived）」友伴的認知與行為。過往的研究顯示採用友伴自答的方

式較不會高估友伴的影響力並且可以避免共同方法的效應（common-method 

variance）（李文傑，2012）。此外，如果採用友伴自答的測量仍能夠找到友伴對

青少年暴力行為的影響，則研究者可對所發現的結果更有信心。 

 

此外，在分析模型中尚納入數個控制變項。性別、就讀國中或高中、家庭

收入以及居住地區皆為虛擬變項，其中居住地區由三個虛擬變項組成、以北部

為對照組。家庭收入以 3 個等第測得，0 為貧困或清貧、1 為普通、2 為小康或

富裕，以貧困或清貧為對照組建立虛擬 2 個虛擬變項。家庭的教育程度則是由

父母的教育年數的平均數測得。最後，為了控制班級的大小的影響力，班級人

數也納入分析模型中控制。表 1 呈現的是研究變項的描述統計。在資料中，男

女各半、有較多的高中生參與以及北部的學校可能過少的情況出現。大部分的

家庭仍屬於中等程度的社經位置，而父母的平均教育程度約在專科與大學之

間。班級人數的平均數在 25 人，但不同班仍有人數上的變動。 

 

 

  



表 1. 研究變項的描述統計（N=1,126） 
 平均數 標準差 百分比 
變項    
性別 

男生 
女生 

   
51.2 
48.8 

就讀國中或高中 
國中 
高中 

   
48.7 
51.3 

地區 
北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13.2 
38.5 
23.9 
24.4 

家庭收入 
貧困+清貧 
普通 
小康+富裕 

   
8.7 

54.0 
37.3 

家庭教育 3.80 1.15  
班級人數 27.58 8.05  
父母負面教養 14.82 4.20  
受害經驗 9.45 1.00  
社區凝聚力 29.94 8.19  
暴力認知 17.64 7.40  
暴力行為 

0 
1 
2+ 

 
 

  
75.2 
15.1 
9.7 

友伴暴力認知 46.4 23.8  
友伴暴力行為 1.0 1.6  

    
 

3. 分析方法 

這個研究探討青少年所處的環境與個人經歷對其暴力行為的影響，並從晚

近的暴力認知的概念輔以友伴網絡的分析觀點，來探討友伴的影響力。這個研

究使用社會網絡分析中的網絡自我相關模型（network autocorrelation model；

Anselin, 1982；Leenders, 2002）。在線性模型的架構下，納入以網絡關係為基礎

的加權矩陣，用以討論網絡關係對行動者的影響。依據依變項的分配，這個研

究採取 OLS 迴歸來分析暴力認知的影響因素。針對青少年的暴力行為，這個研

究以 oprobit 作為分析的模型。在分析中，採取層級迴歸的邏輯逐步探討各因素



的影響。在預測暴力認知時，研究者先探討父母負面教養、社區凝聚力以及受

害經驗對暴力認知的影響。其次，納入友伴的影響力，檢驗友伴的暴力認知以

及暴力行為對青少年暴力認知的影響。在預測暴力行為時，仍先探討父母負面

教養、社區凝聚力以及受害經驗對暴力行為的影響。其次，在模型中納入青少

年個人的暴力認知，探討認知因素是否具有中介的效力。最後，在模型中納入

友伴的暴力認知與暴力行為，用以瞭解友伴的影響力。所有的分析皆在 Stata 

14.1 進行。由於在抽樣設計上是以班級為單位，為了校正抽樣上的群聚效應，

在分析中利用 Stata 的 cluster 與 robust 選項來獲得最佳的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s）。 

 

在資料中約有 30%的提名友伴為非調查樣本內的青少年。雖然受訪者最多

僅提名 4 名班外友伴，絕大大多數的人僅提 1 至 2 名的班外友伴。由於，忽略

班外提名仍有可能由於班外友伴的情況未被觀察到，而影響到模型參數的估

計。為了檢證這個影響性，這個研究先採用 Heckman selection model

（Heckman, 1979）。利用人口變項（如性別、家庭教育程度、居住地區等）、個

人的網路變項（如個人的網路中心性）以及受訪學生的個人特質（如班級排

名、社區特質以及家庭動力等）來建立預測是否提名班外好友的 probit model。

利用 Stata 的 heckman 與 heckoprobit 兩個套件分別針對暴力認知與暴力行為進

行選擇模型的測試。分析結果發現兩個模型的 rho 係數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

著，表示 Heckman 選擇模型的結果與一般迴歸與 oprobit 模型並無不同。因

此，在接下來分析中僅呈現 OLS 與 oprobit 模型的結果。 

 

四、結果 

 

1. 影響暴力認知的因素 

表 2 呈現的是暴力認知為依變項的迴歸分析。模型一顯示，父母負面教養

與個人受害經驗正向的影響青少年的暴力認知。反之，社區凝聚力具有負向的

影響力。青少年處在暴力充斥的環境中更能夠涵養其暴力認知，而處在支持

的、互助的環境中，則會降低其暴力認知。這樣的發現初步支持本研究的假

設。接著，為了探討友伴是否影響青少年本身的暴力認知，在模型二中納入了



兩個友伴變項。然而，其效果未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友伴暴力認知的影響為

b = -.00, p >.05；友伴暴力行為的影響為 b = .24, p >.05）。這顯示在考量了個人

所處的環境因素與個人過去經歷後，友伴的暴力認知與暴力行為並不會影響青

少年本身的暴力認知。 

 

表 2. 暴力認知的 OLS 模型（N=1,126） 
 模型一 模型二 
預測變項 Coefficient SE Coefficient SE 
父母負面教養 .22*** .06 .22*** .06 
受害經驗 .95*** .22 .93*** .23 
社區凝聚力 -.07* .03 -.07** .03 
友伴暴力認知   -.00 .01 
友伴暴力行為   .24 .12 
     
F 
R2 

18.82*** 
.11 

16.95*** 
.11 

     
Note: * p < .05 ** p < .01 *** p < .001；各模型中皆控制性別、就讀國中或高

中、居住地區、家庭教育程度、家庭收入以及班級人數；模型中呈現的是未標

準化的迴歸係數。 

 

2. 影響青少年暴力行為的因素 

表 3 呈現的是預測青少年暴力行為的情形。模型一呈現了個人所處環境對

暴力行為的影響。父母負面教養以及受害經驗正向地影響青少年的暴力行為，

但是社區凝聚力對青少年暴力行為並沒有顯著的影響。模型二納入青少年的暴

力認知，結果發現在控制住青少年的家庭、社區以及個人經驗等因素後，暴力

認知仍顯著的預測其暴力行為。然而，在納入暴力認知後，模型一的預測變項

其效力在模型二中並沒有大幅的減低。進一步以 Stata 的 khb 指令來檢定兩個模

型中三個預測變項的係數變化，結果發現三者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因此，

與理論的預測不同的是，暴力認知並不中介家庭、社區與個人經驗等因素對暴

力行為的影響力。模型三納入友伴的暴力認知與暴力行為。友伴的暴力認知的

影響力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而友伴的暴力行為則顯著且正向的影響其暴力行

為。此外，模型三的結果也顯示青少年所處的環境、青少年的暴力認知與友伴

的暴力行為對其暴力行為具有各自獨立的影響力。 



表 3. 暴力行為的 oprobit 模型（N=1,126）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預測變項 Coefficient SE Coefficient SE Coefficient SE 
父母負面教養 .03** .01 .02* .001 .03** .01 
受害經驗 .24*** .04 .22*** .04 .21*** .04 
社區凝聚力 -.002 .005 .001 .005 .001 .004 
暴力認知   .03*** .006 .03*** .006 
友伴的 

暴力認知 
暴力行為 

     
-.002 
.11** 

 
.002 
.03 

       
Wald Chi-square 
p value 

95.01 
<.001 

106.94 
<.001 

156.19 
<.001 

       
Note: * p < .05 ** p < .01 *** p < .001；各模型中皆控制性別、就讀國中或高

中、居住地區、家庭教育程度、家庭收入以及班級人數；模型中呈現的是

oprobit 模型的迴歸係數。 

 
五、結語 

 

台灣青少年的暴力行為持續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一方面，這是由於

校園的暴力事件以及霸凌事件威脅著在校學生的安危。另一方面，早期暴力行

為的養成與成年的暴力犯罪息息相關（Robin, 1978）。近年來台灣暴力事件屢屢

震驚社會，針對青少年時期暴力行為形成的研究實為迫切。這個研究從公共衛

生與流行病學的上游（up-stream）防制的觀點，探討影響青少年暴力行為的社

會因素。 

 

這個研究從 SST 這個晚近整合理論出發來凸顯認知與認知相關概念的重要

性。首先，這個研究立基於過往對於認知偏誤以及認知易受害性的研究（Crick 

& Dodge, 1994；Dodge, 2006；Wills et al., 2000），將研究的焦點放在青少年暴

力認知對於其暴力行為的影響。接著，這個研究將這些認知相關因素放入晚近

發展的 SST 中，用以討論青少年所處的環境對於暴力認知的涵養，進而使其較

易選擇用暴力的方式來處理人際的關係而生成暴力行為。此外，這個研究更進

一步針對 SST 對於友伴影響討論的缺乏，從友伴網絡的觀點出發，探討友伴的

暴力認知與暴力行為的影響力。 

 



利用一筆獨特的青少年友伴網絡資料來檢測前述的理論觀點，研究結果有

三個主要的發現：首先，青少年所處的家庭、社區以及個人生活經驗涵養了青

少年的暴力認知。青少年接受較高程度的父母負面教養以及具有較高頻率的受

害經驗，比較會發展出較高的暴力認知。此外，居住在高凝聚力的社區中，青

少年的暴力認知則較低。在友伴的影響方面，與研究假設不同的是，在考量了

家庭、社區以及個人受害經驗等因素後，青少年結交高暴力認知與高暴力行為

的友伴並不會影響青少年本身的暴力認知。這個結果與過往學者強調的觀點相

符：有關青少年本身的價值觀以及信念，原生家庭以及父母具有較長遠的影響

（呂玉瑕與周玉慧，2015）。 

 

其次，有關青少年暴力行為的結果上。與暴力認知相似，父母負面教養與

個人的受害經驗影響持續的影響著青少年的暴力行為，社區凝聚力的影響力反

而消失，這與研究假設不符。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台灣鄰里的住商混居特性與美

國的狀況不同，使得社區凝聚力對於青少年暴力行為的影響力不若家庭與個人

經驗來的重要。此外，這也可能是這個研究受限於資料中有限的測量，無法將

社區解組相關的測量納入模型中有關。未來的研究可以在這個部分繼續深究。

青少年的暴力認知對於青少年的暴力行為有正向的影響，這個發現符合 SST 的

預測。然而，與理論預測不符的是，暴力認知並不中介家庭與個人經驗的影

響。不過，在控制了家庭、個人經驗以及社區凝聚力的情況下，暴力認知對暴

力行為仍有獨立顯著的影響，顯示暴力認知對於青少年的暴力行為仍具有一定

程度的重要性，值得後續的研究持續的關注。 

 

最後，在有關友伴的影響上，社會網絡的影響效果模型顯示：與具有較高

暴力認知的友伴成為好友並不會影響青少年本身的暴力行為。然而，若其友伴

表現出較高的暴力行為，則青少年本身也會有較高的暴力行為的發生。這樣的

發現支持社會學習理論中的仿效論點，即青少年不需瞭解友伴的行動動機，只

需觀察他們的行為就能夠模仿他們的行為而從事暴力。此外，由於友伴效果的

操作化是透過被提名的友伴的 in-degree 與其暴力行為加乘而來的，這顯示如果

青少年結交了高人氣的友伴且其友伴具有較高的暴力行為，這將會增加其仿效

的可能性，進而增加其暴力行為發生的頻率。然而，由於這個研究所使用的資



料是初入國高中的青少年們，同班同學之間彼此認識的時間不久。這個效果是

否隨著與友伴的接觸時間增長與熟識後，仍持續如此，則需要進行持續的追蹤

調查來驗證。此外，在最後的模型中，友伴的暴力行為在青少年家庭與個人經

驗控制的情況下仍顯著的影響青少年的暴力行為。這顯示友伴的暴力行為具有

獨立的效果。這樣的發現也符合過去經驗研究，友伴對青少年行為的影響在青

春期之後逐漸的重要（Harris, 1995）。這樣的現象是否會持續下去，則有待後續

追蹤資料的驗證。 

 

這篇文章是一系列探討暴力認知、友伴網絡與青少年暴力行為的初步結

果。因此，在資料以及分析上尚有許多的限制需要在此說明。首先，由於目前

落霞計畫僅完成第一波的資料蒐集，這個研究所採用的橫斷面資料無法回答研

究模型中變項的因果順序。在這個研究中，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是依據理論推

論而非有嚴謹的長期資料來檢證這樣的因果關係是否為真。有關嚴謹的因果關

係檢證將有待落霞計畫後續幾波資料收齊後，才能夠進一步的探究。其次，關

於友伴的影響，這個研究所使用的友伴影響模型僅探討友伴 in-degree 為基礎的

效果。如同 Leenders 一文（2002）所呈現的，不同的方式來建立加權矩陣可探

討不同的友伴網絡效果（如 out-degree、結構等同（structural equivalence）或橋

樑（bridge）的效果等）。在往後的研究中，將持續探討這部分的影響與差異。

其次，雖然這個研究利用 Heckman selection model 來檢驗提名班外好友的影

響，然而，部分班外好友的特質如年齡組成與性別組成，由於測量上的限制無

法得知，因此無法納入研究模型中作為控制，此為本研究的另一個限制。在落

霞往後的波數已經新增了這部分訊息，因此，在後續的研究中，將可以用更準

確的測量來建構研究模型，以檢證提名班外好友是否真的對研究結果有所影

響。此外，晚近在分析社會網絡資料時，也特別強調網絡的變化對於網絡中的

行動者的影響以及行動者對於網絡有選擇性的建立與變動。特別是這個研究並

未能夠排除青少年的「物以類聚」的選擇性效果對友伴的效力的影響。這仍有

待落霞計畫後續波數的資料完備後，才能將這些主題納入討論。即利用多波的

社會網絡資料並結合 agent-based model 來進行分析，以區辨選擇效果與影響效

果以及模型中變項的因果次序。 

 



在考慮了這些研究限制後，這個研究對犯罪學/偏差社會學有關暴力認知的

相關理論提供初步的台灣本土證據的支持。研究結果除了再次確認父母負面教

養對青少年暴力行為的影響外，更重要的是，研究的發現更進一步的指出父母

負面教養的影響機制可能在於涵養了子女的暴力認知，而這個機制同時受到青

少年過往的受害經驗的影響。這樣的結果可以提供家長與學校在處理有關青少

年被霸凌或受害的事件時的提醒，即需要注意青少年對於採取暴力手段反制的

合理化的想法並予以開導與疏通。此外，這個研究也探索了 SST 這個理論尚未

細緻討論的友伴影響，並從社會網絡分析的觀點提供友伴影響力的初步經驗證

據。友伴的暴力行為搭配著友伴本身高的人氣（high in-degree），使青少年仿效

其暴力的行為。然而，如同前述，這樣的發現是否在這些青少年之後的發展中

仍持續著，亦或除了本文所提出的影響效果（influence effect）外，是否仍有可

能有友伴選擇或群聚效果（selection or clustering effect）的可能，未來的研究將

持續檢驗友伴在 SST 這個理論架構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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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本研究以定群追蹤的方法、在兩年的期間追蹤了一群台灣的青少年。結合共同
主持人先前執行的計畫，共累積5波的長期追蹤資料。最後總計約有1000名的
台灣青少年具有完整的長期資料。本研究的執行達到了三個研究目的。首先
，以美國發展出的犯罪的社會基模理論為依據，蒐集台灣本土的經驗證據進行
理論的驗證。其次，本研究更延伸犯罪的知能理論，將其後續結合日常活動理
論的論述納入，建立更為完整的理論模型。本研究以此為基礎蒐集相關的資料
進行理論模型的檢證。最後，本研究從社會網絡分析的觀點出發，將犯罪的社
會基模理論與友誼網絡結合，對該理論進行補充。本研究所累積的長期資料將
有助於促進台灣犯罪學與偏差社會學未來在理論上的進一步發展，並以此為基
礎與國際研究接軌。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本研究主要發現為：1.犯罪知能結構適用於解釋台灣青少年暴力與偏差行為
；2.青少年所處的活動場域的風險特質與盛行的規範，影響其暴力行為，並與
個人的暴力知能互動；3.在考量青少年個人的暴力知能結構的情況下，友伴的
暴力知能結構與暴力行為的影響力有不一致。友伴的暴力行為扮演的角色較為
重要。


